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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 年 6 月 8 日，建国后曾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交通部部长、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主

席、民盟中央副主席、《光明日报》社社长等职的章伯钧，被宣布划为右派。从此，章伯钧

这个名字，便永远与“右派”这个名词，与中国知识分子那段悲惨的命运紧紧地结合在一起

了。

我有幸采访了章伯钧先生的小女儿章诒和女士（时为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北京市政

协委员，曾因父亲的株连被错判 20 年徒刑），这位迭遭厄运却坚强不屈的中年知识女性将我

带到了她父亲不幸的政治悲剧和坎坷一生的氛围之中。

走出桐城乡间的草鞋才子

1895年农历十月初一，章伯钧出生于安徽桐城的一个破落地主家庭。6岁那年，章伯钧

的父亲不幸溺水身亡，他与二弟章伯韬（3 岁）、三弟章伯仁（5 个月）由叔叔抚养成人。

幼年的章伯钧先入私塾，一年后才进入乡间的育才小学读书，他自幼喜欢作文，每日放

学以后，便在牛背上吟诵华章、潜心写作。小学毕业后，他报考了省内有名的桐城中学，由

于数学不及格，差点落榜，只是因为他的文章 写得漂亮，才被一位桐城派文人校长破格录

取。学校离他家有九十多华里，章伯钧只能在校寄宿，他每月趁假日归家，肩挑大米、菜油

长途步行到校。当时，他的叔父经济上也非常拮据，为资助侄儿求学，不断变卖家产，由此

更加激励了章伯钧刻苦学习的精神。

1916年，20 岁的章伯钧赤脚穿草鞋来到武汉，考入武昌高等师范英语系。时值新文化

运动正在全国蓬勃兴起，章伯钧的思想也受到了巨大的震荡。他认为中国要富强，必须用科

学和民主的态度去重新审视历史。他一面努力学习，一面结交有志之士，其中就有他毕生视

为知己的早期革命活动家恽代英。恽代英是江苏武进人，与章伯钧同龄，他早在武昌办起了

利群书社、互助社、共存社，章伯钧常去书社读书，两人相交甚洽。经恽代英介绍，章伯钧

又认识了湖北汉阳籍的萧楚女，他也是早期的著名革命家。在恽、萧的影响下，章伯钧在武

昌高师也发起组织了读书会，继而又参与组织了学生会。“五四”运动爆发后，他作为武昌

高师学生会代表，参加了武汉学生联合会，组织武汉学生开展反封建的爱国运动。

锐意革新教育制度

1920 年，刚刚从武昌高等师范毕业的章伯钧，回到安徽后立即被聘为宣城师范英语教

员，不久，宣城师范改名为安徽省立第四师范学校，章伯钧出任该校校长。

受过新文化运动洗礼的章伯钧为了把学校办成传播进步思想的阵地，他先后聘请好友恽

代英、萧楚女、陈霞年（陈独秀之侄）到校任教，恽代英任教导主任兼国文教员，月薪与校

长相等，亦大洋一百元。他们一起商议革新教育方针、内容及教学计划，决定先从教材入手，

充实教学内容，用进步思想去影响学生，不仅使学生学习书本知识，而且还要他们树立正确

的人生观和革命理想。他们利用课堂作宣传民主、科学思想的场所，还带领学生走出校门去

了解社会，加强实践锻炼。有次，恽代英带学生到较远的黄山远足，沿途进行社会调查，数

日未返校。学生家长见孩子不归，遂起疑心，纷纷围住章伯钧校长，指责他把学生引入“歧

途”。章伯钧再三解释也无济于事，最后被人告到芜湖市政当局和安徽省教育局，闹得满城

风雨。半年后，恽代英被迫离职，由章伯钧通过高语罕介绍到设在芜湖的省立第五中学教书。



第 2 页 共 8 页

随后，章伯钧又邀萧楚女来校任教，萧楚女继续将课堂当作抨击封建思想、传播革命真理的

讲坛，结果又被旧势力迫令去职。章伯钧见自己的教育革新理想难以实现，也愤然挂冠而去。

但是，他在任校长一年中播下的进步种子却开花结果，宣城四师后来成为皖南新文化运动中

心。

1922 年，安徽省省长许世英以公费送章伯钧赴德国留学。到柏林后，他在柏林大学哲

学系攻读黑格尔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并有幸与正在德国从事革命活动的朱德相识，他们同住

一室。章伯钧还由朱德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党小组副组长。1925 年，著名政治家邓

演达到欧洲游历，他与章伯钧一见如故，两人常促膝长谈，探索中国社会进步发展之路，章

伯钧从此深受邓演达思想的影响。

章伯钧在柏林大学学习了四年，他系统地研读了马克思主义原着和充满辩证法的黑格尔

哲学，获博士学位。章伯钧的奋发精神，也对他的两个弟弟起着表率作用。二弟章伯韬曾赴

法国留学，为中国留法勤工俭学语文部主任，加入中国，后因为操劳过度不幸英年早逝。三

弟章伯仁曾留学日本，后赴苏联，成为员，继王明（陈绍禹）之后担任过远东区伯力学校校

长，在斯大林时代的肃反中被错杀。

曲折的三次婚姻

章伯钧生前曾有过三次婚姻。第一次是 1921 年，由他母亲作主，在安徽桐城老家给他

娶了一位农家女林氏为妻，后生子章师明（曾为全国人大常委、农工民主党中央副主席兼组

织部长）。

第二次婚姻，是在 1927 年，章伯钧与郭沫若一起参加北伐战争时期发生的。章伯钧时

任北伐军总政治部宣传科长，这时，一位名叫李哲民的年轻姑娘闯入他的生活。李哲民系河

北怀安县人，她的父亲也是一位投身于新文化运动的知识分子，在当地最早兴办新式学堂、

女子学堂，开教育之先河。李哲民从小受到新思想的熏陶，因而与章伯钧一见倾心，两人遂

于同年结为伉俪。1932 年，李哲民在北京女师大化学系任助教，兼附中化学教师，不幸患

肺结核病逝。章伯钧与李哲民女士的婚姻虽然是短暂的，但却是幸福的，因为这毕竟是他一

生中唯一的一次自由恋爱，直到晚年，他还曾拿出李哲民的照片来给章诒和看，并说：“你

好好看看，是你母亲漂亮还是她的姐姐（指李哲民）漂亮？”

第三次婚姻是与李健生女士结合。李健生原名李淑娴，1908 年生，是李哲民的妹妹。

李健生女士也从小受到父亲的影响及良好的教育，在河北宣化中学初中毕业后即考入北京女

师大附中，入学不久就提任了学生会《学生月刊》主编。1927年，正当北伐战争节节胜利

之际，她仅带六枚桐板南下参加革命。李哲民临终前，曾将自己的妹妹托给丈夫，希望他们

能结合。1933 年，章伯钧正式写信向李健生女士求婚，当时李健生正在北京大学医学院读

三年级，她在异常复杂的心绪下，允诺了这桩婚姻，他们于当年暑假时在上海结婚，并生下

章诒学、章诒和姐妹俩。

“福建事变”中的风云人物

1926 年，在德国学成的章伯钧与好友孙炳文同船回国。这时，郭沫若在中山大学文学

院任院长，孙炳文与郭是同乡，船抵广州后，两人便去找郭沫若。郭沫若很高兴地欢迎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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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聘章伯钧任中山大学文学院哲学教授，月薪二百八十块大洋。章伯钧将薪水中的二百块大

洋每月缴了党费，八十块大洋自己用。当时在中山大学管理党费的徐彬如先生（原中国革命

博物馆馆长），晚年时常对章诒和感叹：“你父亲这二百块大洋的党费，在当时可管用啦！”

北伐时，章伯钧从北伐军政治部宣传科长，升任政治部副主任兼第九军党代表（军长是

朱德）。大革命失败后，章伯钧又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在新成立的革命委员会总政治

部任副主任（主任是郭沫若），但只有很短的时间。不久，起义军受到挫折，章伯钧遂与郭

沫若、茅盾等一起离开军队，他到了香港，过着流亡生活，从而脱离了组织。

1933年 11 月，章伯钧到了福建，与国民党左派李济深、陈铭枢、黄琪翔等人一起发动

了“福建事变”，宣布脱离蒋介石，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章伯钧被推举为政府委

员兼土地委员会主任委员。他提出：“为完成农工民主革命及发展国家资本主义的前途着想，

应实行‘计口授粮’试点。”他的办公室也成为福建人民政府内最拥挤和繁忙的地方。正当

章伯钧大展宏图之际，福建人民政府在蒋介石的大举进攻下失败了，章伯钧被迫第二次到香

港流亡。

中国政治舞台上的“第三者”

当章伯钧与邓演达第一次在德国见面时，他们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的悲剧似乎就已经决定

了。邓演达的思想，以及他对中国革命形势的观点，全部为章伯钧所接受，他们之间的私交

亦十分密切。邓演达善于作鼓动性的演说，讲话时态度谦和，手势生动，浑厚的声音非常富

于吸引力。他从德国一返国，便与章伯钧一起在上海筹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即农

工民主党的前身），当时被称为继国民党、之后的“第三党”，其主要骨干力量一部分是国民

党左派如邓演达、黄琪翔，另一部分是从中分离出来的知识分子如章伯钧、张申府等。第三

党从建立那天起，就被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视为讨厌的“第三者”。1931 年 8月 17 日，邓

演达在上海愚园路被捕，戴季陶向蒋介石进言：“中国当今政坛最可怕的敌人，不是汪、日，

而是邓演达这个人。”加之邓演达在黄埔系将领中颇有威望，蒋介石也很忌恨，遂于同年 11
月 29 日下令将邓杀害于南京。

章伯钧、李健生夫妇得知邓演达被杀害的消息后，十分悲痛。章伯钧将邓演达生前常戴

的一只金表作为婚后最珍贵的礼物，赠给了自己的妻子李健生女士，他发誓说：“要像寡妇

守节那样，守住邓先生的精神。”

邓演达认为当时的中国是从东方式的封建社会走向近代资本主义的转变阶段，即“前资

本主义”。这种社会规定了现阶段中国革命的性质，是带有民族性的平民革命，建立农工为

重点的平民政权，实现节制资本（国家资本主义）和耕者有其田，以准备向更高的社会阶段

过渡。

邓演达的这一思想，不仅深深地影响了章伯钧，而且成为章伯钧毕生实践的思想出发点，

也是他们共同创建第三党的思想基础。邓的思想甚至影响到章伯钧被划“右派”的政治主张。

邓演达被杀害后，章伯钧一直继承着邓演达的这面旗帜。

1935 年，章伯钧在香港时将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改建为农工民主党，同年，中

央发表有名的“八一宣言”，章伯钧的抗战热情被鼓动起来，他再次回到内地投身抗日，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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奔走于重庆、武汉及广东等地。1939年起，他开始筹建民盟。1941 年，正当抗日战争的重

要关头，第三种势力也获得很大发展，它在当时处于国共两党之间，能够起到一些调停的作

用，为此，当时的“三党三派”即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青年党、国家社会党、中华职

业社、乡村建设派和无党派人士联合起来，于 3月 29日秘密组成中国民主同盟（简称民盟），

他们的宗旨是：“一则团结各党各派，抗拒蒋介石的打击；一则同合作。”章伯钧是五人常务

委员会之一，并兼任组织部长。

抗战胜利后，民盟为促成国共谈判、筹建政协奔走，章伯钧是积极的。1948 年 9月 12
日，章伯钧作为知名民主人士应邀请赴东北，并于 1949 年 2 月 25日抵达北京，参加人民政

协的筹组工作。6 月 15 日到 19 日，新政协举行筹委会，章伯钧是 21 名常委之一。从此，

民盟和农工民主党作为民主党派，都成为中国领导的人民政协的一个组成部分。

从“春风得意”到反右大风暴中的风云人物

章伯钧参加人民政协以后，立即被中国委以重任，在筹组阶段，他负责参加起草著名《共

同纲领》，这实际上是共和国的第一部宪法。

1949年 10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章伯钧先后担任了许多重要职务：中央

人民政府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政务院委员、交通部部长、全国人大代表、民盟中央副主

席兼组织部长、农工民主党中央主席、《光明日报》社社长等，这时候的章伯钧，真是春风

得意，他每年都要赴各地视察、出国，还出席世界和平代表大会。

可是，在 1957年夏季反右斗争风暴中，章伯钧却成为第一号右派分子。章诒和女士坦

率地客观地叙述了这个过程：“开始，我的父亲对 1957 年主席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

矛盾问题的讲话是非常兴奋的，他认为这个思想的提出，是对自身理论的突破，他曾对人说：

‘第一代领袖是决心要把国家前途掌握在自己手里的领袖，第二代领袖是要能满足人民生活

渴望的领袖，而生活又是不那么容易满足的。提出了人民内部矛盾的解决途径，他很可能要

去完成两代领袖的任务。’”

“父亲当时对即将来临的大风暴似乎并无预感，当中国提出以反官僚主义、反宗派主义、

反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时，父亲是真诚地相信的。”

不久，中央统战部召开整风座谈会，要民主党派负责人给提批评意见。中央统战部一位

领导还亲自打电话给他，希望他在会上一定要讲讲。1957 年 5 月 21 日下午，正患腹泻的章

伯钧乘坐吉姆轿车前去参加会议，在车子里还在思考给提什么意见，想着想着，想出了一个

“政治设计院”的方案，据 1957年有关报载，其内容大致为：

——近二十多天来，全国各地都在谈论人民内部矛盾、帮助整风，提出了很多意见，看

来是正常的。

——鸣放，并不影响的领导，而是愈益提高了的威信。

——现在工业方面有许多设计院，可是政治上的许多设施，就没有设计院。我看政协、

人大、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应该是政治上的四个设计院。应该多发挥这些设计院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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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政治上的基本建设，要事先交给他们讨论，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

——现在大学里对党委制很不满，应该展开广泛的讨论，制度是可以补充的，因为大家

都是走社会主义的路。这样搞，民主生活的内容就会丰富起来。

——政协、人大不要等到期满，今年就可以进行明年要作的大事的讨论。

——近一两年来，政府对老年的知识分子，有所安排，收到了极大的效果。但是，还有

些名望较小的知识分子，思想已经起了很大变化，生活也有困难，政府应当有适当的政策，

逐步地解决他们的问题。

——国务院开会常是拿出成品要我们表示意见，这种形式主义的会议可以少开。

——镇反、三反、肃反中的遗留的问题，党和政府应该下决心检查一下，检查要有准备，

要好好作。

——今后有关国家的政策、方针性的问题，多听听多方面的意见。如果党内一决定，就

那么干下去，是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的。如文字改革，我认为既不是国防机密，又不是阶级

斗争问题，是一个人民内部的矛盾问题，却只有少数热心分子作了讨论。如果文字改革问题

等于社会主义、，我没意见，我不反对；如果是文化问题，就应该在党内外展开讨论，应该

多从学术、政治、道理上进行讨论。

章伯钧的这一篇发言，终于成为他划为右派分子的重要定性材料。很快，上面对他从政

治上进行了处理，他所担任的职务一个个被撤销，保留了一个全国政协常委的头衔。不过在

生活上，他受到了宽容的对待，国家分给他的三套三进三间住房未动，工资虽然从三级降到

七级，但还被允许保留了警卫员、秘书、司机、厨师、勤杂工、保姆……

章伯钧在政治上则从此丧失了许多权利。他再也无权在会议上发表正式演讲，无权著书

立说，无权看高级干部阅读范围的文件，无权参加游行、集会等群众性欢庆活动。他的政治

地位从原先的高峰一下跌入了深谷，并多次检查、接受批判。他在全国人民中的形象，就如

在《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那篇著名的《人民日报》社论中所描绘的那样。只是

因为他过去有名望，又系知识分子，因此 ，他才被冠以“右派”而没有被定为“”——而

实际上，“右派”就是。

寂寞而悲惨的归宿

划右以后的章伯钧在政治舞台上消失了，人们只在需要反面教员时才提到他，他从一个

忙碌的政治家变为孤独的思想者。整天看到的是头顶一块天空，面对的是一个妻子和两个女

儿。昔日许多朋友不敢再登门了，一些过去非常亲密的人，这时见了他形同陌路，对他不理

不睬；敢登门的也就是那几个右派“同类”，如罗隆基、龙云、黄绍竑、陈铭枢、陈铭德、

邓季惺、冯亦代等。但是，有几件事却使章氏家人难以忘怀：

1959 年，在一次全国政协会议期间观看演出，章伯钧无意中发现他的座位与梅兰芳先

生紧挨着，出乎意料之外，梅先生一看见他，便立即起身主动和他打招呼：“章部长，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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吗？”这一句很普通的寒暄，却使章伯钧大受感动，他立即向梅兰芳回敬亲切的问候。坐下

后，他想买一张说明书，谁知一掏口袋，发现竟没带钱，梅兰芳马上又替他买了份说明书。

回家后，章伯钧激动地对家人说：“许多昔日故旧，不及梅先生这样素无交往的人呵！”

1962 年的一天，章诒和陪他父亲去王府井大街买东西。忽然，章伯钧被一个大汉从背

后抓住，他回头一看，原来是田汉先生。章伯钧想与田汉问候一下，就返转身离去，谁知田

汉却将他拉到东安市场开阔的人行道上，说：“伯钧，我们就在这里谈一会吧。”结果，两人

便畅谈起来，章诒和在旁足足等候了半个小时。可以说，从 1957年划右以后到他逝世，在

公众场合见面后与他主动打招呼的人仅此而已。

六十年代前期，有人劝他写回忆录，章伯钧看到有的人在回忆录中有文过饰非的情况，

便对女儿说：“这样的回忆录我永远不会写。”

划为右派以后，章伯钧无权在重大政治活动中露面了，但他对共和国却充满感情，每年

国庆节那天，他都要早早起来，刮好脸，衣服穿得端端正正的，以示对共和国的尊爱。妻子

和女儿认为这是他对共和国的诞生，曾经倾注了一份心血的缘故。

在“大跃进”的年月里，到处都在欢呼“一天等于二十年”，“提前进入”，章伯钧对这

种浮夸风气深感忧虑。1966 年“文革”开始，全国上下处于个人迷信的颠狂状态，章伯钧

心情沉重地对女儿说：“中国当代史上最大的浩劫开始了。”

当时，章伯钧内心还有一个深深的隐痛：他觉得自己对数十万右派分子，感情永远无法

摆脱歉疚。在反右运动中，与罗隆基、章乃器等人相比，他的“认错”、“认罪”行动是最早

的，他对家人说：“我不认错，这个运动能收场吗？”为此，他下了决心检查认错。

尽管章伯钧已经在政治上被了，但是悲剧命运仍没有放过他。1966 年“文革“一开始，

他的家就被抄了，而且不止一次，不止一个单位来抄。最后，他的家也被造反派红卫兵占领，

成为“联络站”。他家多年积累、收藏起来的二十万册书籍、六千件历代字画被抄没，另有

古董、瓷器及其他名贵物品被搜去，至今，这些物品一件也未归还。由于过去章伯钧身兼多

职，所以，运动一开始，他就得接受多家单位的轮番批斗。他整天穿着破旧衣服，被撵在原

来警卫员居住的小屋子里栖身，工资也没有了，每月仅发给生活费十五元。这时，他开始学

着给妻了补衣服，补上了一个破洞后就像小孩子那么高兴，精神状态实际上已经麻木了。讲

到这里，章诒和女士唏嘘掉泪，她悲愤地说：“像我父亲这样有漫长经历的人，人格上的污

辱比肉体上的折磨更加难熬啊！”不久，身心备受摧残的章伯钧患上了多种疾病，由于他的

医疗关系已从北京医院转到了人民医院，他无法享受过去的保健医疗待遇；但人民医院在那

样的环境下，也不敢收治这天下第一号右派。万般无奈之下，李健生给周恩来总理写了一封

信，送到中南海北门，在严寒的风雪中站了两个多小时，恳求警卫能把信送进去。警卫被李

健生的恳求感染了，他们安慰她：“请你放心，我们一定负责为你把信送到！”后来，估计周

总理看到信有所指示，人民医院很快收治了章伯钧。但是在那个残忍、疯狂的年代，章伯钧

的病并没有、也不可能获得彻底、有效的治疗，他终于在 1969 年 5 月 17 日带着人间深深的

不平，带着内心无限的悲怆、愤懑，含恨去世，享年 74 岁。

章伯钧病逝那天，李健生从医院料理完有关事宜回家，路上遇见梁漱溟、张申府，他们

关切地问：“李大姐，你到哪里去了？伯钧好不好？”李健生哽咽着回答：“伯钧刚刚咽的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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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再也说不下去了。梁漱溟仰对苍天，悲凉地说：“死了好，免得再受苦了。”

戴着右派分子帽子的章伯钧，身后没有追悼会，他的骨灰与普通去世的人的骨灰一样，

寄放在老君堂内，李健生对此并不计较，反而说：“他和普通人在一起，非常好。”比起死后

连骨灰也找不到的罗隆基来，章伯钧还算不幸中之大幸。

1980 年，中央决定给反右扩大化而错划为右派的同志改正。经过复查，除章伯钧、罗

隆基、储安平、彭文应、陈仁炳五人外，其余被错划的数十万右派均获得改正、平反。中央

统战部领导召见了章伯钧的夫人李健生和女儿章诒和，传达了中央关于章伯钧的右派问题不

能改正的决定，并说：“当年给章伯钧先生划右派的材料许多不确实，从‘政治设计院’到

反对文字改革，都不能成立，‘轮流坐庄’则是××先生在批判右派时说的，也被算到章伯

钧先生头上。现在我们重新整理了材料，右派定性主要用的是×××的揭发材料，即章伯钧

说的：‘是一个上帝加三百万清教徒’等材料。”对此，李健生表示服从中央的决定。

不久，中央有关部门批准将章伯钧的骨灰放进了八宝山革命公墓，章伯钧在地下终于获

得最好的归宿。

“李健生教育基金会”

李健生女士不仅是章伯钧的生活伴侣，她生前也一直是位很活跃的社会活动家。从年轻

时起，她就参加了革命活动。

李健生一生中受两个人的思想影响最大，头一个当然是她的丈夫章伯钧，另一个人就是

邓演达。1932 年，邓演达从东北到达北平，他听说李哲生的妹妹在北大医学院读书，便马

上去看她。他见李健生宿舍里堆满医学书，便问她：“你是否想成为一个名医？”李健生说：

“我只想将自己所学的知识全部报效国民，服务社会。”邓演达说：“你的志向是很好的，但

对于社会来说，最为重要和紧迫的是革命，职业是医生，但天职是革命。中国革命的道路漫

长、曲折，从而需要许许多多有知识、有理想的青年去肩负这个使命，作持久的奔跑。”

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李健生跟随章伯钧南北奔波，成为

章伯钧在事业上的助手。“福建事变”时，李健生为了帮助丈夫做好“计口授粮”的试验，

整天忙得不亦乐乎，她安排伙食、接待来访、拟通知、作记录，天天工作十几个小时，从不

叫一声苦。1949年 9 月，李健生于 40 岁盛年之际，带着两个女儿从香港到达北京，应邀与

丈夫一起参加了全国政协。

建国后，李健生担任了北京的卫生局副局长，她在这个岗位上卓有建树，受到市民和北

京市领导的好评。李健生女士还是民盟成员，在盟内分管妇女工作。1956年在第二届全国

政协会议上，她率先提出社会人口问题，建议适当提高妇女婚龄。1957 年，章伯钧被划为

右派，有人动员她离婚，她摇头说：“我封建思想严重，在这个时候离婚，绝对办不到。”第

二天，这段话上了北京各大报，她也理所当然地“得到”了一顶右派帽子。

“文革”后，李健生的右派问题获得改正，担任了全国政协常委、农工民主党中央咨监

委副主席，1990 年病逝于北京。1993年，章伯钧先生的三位子女共捐款人民币二十万元，

在李健生女士的家乡河北省怀安县建立了“李健生教育基金会”，用以奖励该地区的先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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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和优秀学生。

章伯钧作为一位对中华民族、中华人民共和国作出卓越贡献的职业革命家、视天下为己

任的优秀知识分子，却落得如此悲惨结局。极“左”岁月留给后人的思索是沉甸甸的。

（此文原载于徐福生主编的“目击 20 世纪从书”《共和国风云》中）


